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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中的个别与一般

编者按 : 本期“历史理论”栏目发表的两篇文章，探讨历史学中的“个别”( 或典型性) 与“一
般”问题。关于此问题，张耕华教授在本刊 2010 年第四期发表的《略论历史归纳中的几个问题》一
文中已有讨论。在本期发表的《历史学中典型性研究的类型及其限度》中，张耕华教授对此问题作
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他指出，历史研究要涉及两种不同类型的历史事实，即特殊的历史事实( 历史
的“个别”) 和普通的历史事实( 历史的“一般”) 。普通的历史事实在大部分情况下要通过对典型
性的研究来加以推论。张教授引用中外史学研究的大量例证，对李凯尔特所提出的三种典型性进
行了解释，并指出典型性研究可能遇到的问题和限制。董立河副教授的文章对亨普尔的名作《普
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作了深入的文本解读，同时对历史学中的普遍性问题表述了自己的见
解。历史学中的“个别”与“一般”及其关系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本刊希望有更
多的学界同仁能参与对此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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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凯尔特《历史上的个体》，取自他的《自然科学概念构成的界限》，由白锡堃译，王太庆校，收入张文杰先生主编的《现代

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

关于典型性问题，李凯尔特曾有专门的讨论，虽未充分的展开，但基本的思路和框架，仍可用作

我们今日研讨的出发点。我们知道，李凯尔特的研究主旨是为学科划界。他认为，无论是自然科学
还是文化科学，研究工作都是从对个别的考察入手的，然而个别在研究工作中的作用、目的是不同
的。表现在研究方法上，那就是典型性方法的不同类型。他在《历史上的个别》①一文中，论述了学
科研究中三种不同的典型性: 一种是代表性的或类别标本的典型性，一种是“完美模型或榜样”的
典型性，还有一种是理想的典型。为了便于讨论，我把这三种典型性，分别称之为第一种、第二种和
第三种典型性; 有时也称个别性的、普遍性的和理想型的典型性。
第一种典型性，以求取普遍性为目的，即从个别提取普遍或一般结论的典型性研究。按照李凯

尔特的观点，这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对个别的研究，目的是提取出普遍或一般。在此
种研究中，个别之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它( 个别) 是普遍、一般的“例证”。就“例证”而言，某一个别
并无特殊价值，个别 A 与个别 B 的作用、地位都是同等的，故而也是可以彼此替代的。在这里，典
型性“表示将一组事物或事件平衡之后所得出的具有代表性的东西，这样，典型这个词的意思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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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脆就是某种一般的、自然科学的类别概念的标本。”①按照李凯尔特对学科的划界( 质料的和形式
的) 原则，这一种典型性研究主要是属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不是文化科学的方法。因为文化科
学、尤其是历史学的情况有所不同。在那些学科里，个别( 其地位和作用) 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
的，歌德不可替代李白，秦始皇不可替换汉武帝。所以，历史学家总是关注个别，他们按照价值的引
导，选定个别对象，并对它进行叙述，其目的不是求取普遍或一般，而是叙述某一个个别，它只想

“缝制一套只适合保罗、或彼得的服装”。如果我们也采用第一种典型性方法，即使用自然科学的
方法去缝制一套既适合保罗也适合彼得的服装，这样，我们就会用“诗人”( 或“皇帝”) 的一般来概
括歌德或李白( 秦始皇或汉武帝) 。一旦这么做了，我们就会满足于以“诗人”的概述来代替对歌
德、李白的具体描述; 以“皇帝”的概论来取代对秦始皇、汉武帝的个别叙述。这时候，歌德、李白，
秦皇、汉武都就成了“诗人”、“皇帝”的例证而已，歌德可以等同于李白，秦皇可以替代汉武。李凯
尔特认为，这已经不是历史学了，没有对独一无二的个别的特别关注，就没有了历史学。
以上是李凯尔特的主要观点。我们不能否认，李凯尔特所说的这一种情况，在历史学中是确实

存在的。但这是否意谓着这一种典型性方法在历史学中完全绝迹呢? 似乎也不是。在《文化科学
与自然科学》一书中，李凯尔特讨论了这样一个案例，他说:“我曾经强调指出，弗里德里希·威廉第
四拒绝接受德国王位，这在历史上是本质成分; 反之，给他制作外衣的裁缝虽然也同样是真实的，但

在历史上却无关紧要。迈尔可能对此反驳; 当然，所说的裁缝对于政治历史来说始终是无关紧要
的，但是我们很可能设想，在关于服装式样、缝纫手艺和服装价格的历史上，他是本质成分。”②说某
一历史人物、事件是本质的成分，就是说这一历史人物、这一事件因有特殊的价值而为史学研究者
所关注。至于研究者用其来说明特殊性，还是用来说明普遍性，这视研究者的研究目的而定。如果
我们研究的目的是想去关心“关于服装式样、缝纫手艺和服装价格的历史”一般状况，那么，我们就
会把“威廉第四的裁缝”视为典型性研究的标本，以求取当时纺织业、手工业、缝纫制作、乃至服饰
审美等某种普遍或一般的东西。这种典型性自然指向普遍性。李凯尔特又说: “如果我们把譬如
象歌德这样的人物拿来同随便一个普通人作比较，并且对这个普通人的个别性就任意的一些价值

而言所具有的某些意义不予考虑，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歌德对于这个普通人的关系和科伊诺

大钻石对于一块煤的关系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就一般价值而言，这个普通人的个别性可以被凡是

属于人这个概念的每个客体所替代……。”③科伊诺大钻石( 重 109 克) 是英国王室的珍宝，将歌德
与普通人的等量齐观，那就是把科伊诺大钻石等同于一块普通的煤。那就把事物的( 科伊诺大钻
石、或歌德) 本质特征取消了，把事物的独一性、不可替代性取消了。但对于普通的煤块、普通的
人，既然是没有特殊价值无关紧要，那就不妨对它们等量齐观，也不妨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处理。
这样说来，李凯尔特也未尝完全将第一种典型性排斥在历史学之外。只不过按照他的观点，这不是
历史学的重要内容，不反映历史的本质特质，故而不是历史学的主要方法。
前苏联学者康恩曾批评李凯尔特“轻视‘普通人’—人民群众。说他无视人民大众在历史中的

作用，主张用‘一般化的’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他们的活动”。④ 普通的人民群众在历史中起了重要
的作用，这自然无可怀疑。而且，借助普通的人民群众，将其视为典型个案来求取历史中的某种普
遍性，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我们知道，历史研究通常要涉及二类不同的历史事实: 一类是特
殊的历史事实，它是指发生于某一时空点上历史现象; 另一类是普通的历史事实，⑤它是指发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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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于某一地域、某一时段里的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普通的历史事实应该通过历史归纳法来获
得，但有时受史料的限制，往往只能通过典型性的个案研究来加以推论。如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
证稿》有“井底引银瓶”一节，陈先生云: “乐天新乐府与秦中吟所咏，皆贞元元和间政治社会之现
象。此篇以‘止淫奔’为主旨，篇末以告诫痴小女子为言，则其时社会风俗男女关系与之相涉可知。

此不须博考旁求，元微之莺莺传即足为最佳之例证。盖其所述者，为贞元间事，与此篇所讽刺者时
间至近也”。“夫‘始乱终弃’，乃当时社会男女间习见之现相。乐天之赋此篇，岂亦微之和李校书
新题乐府序所谓‘病时之尤急者’耶?”这就是以《莺莺传》为个案，来求取当时社会流行的普通或一
般。书中另有一节“时女妆”，陈先生云: “乐天则取胡妆为此篇以咏之。盖元和之时世妆，实有胡
妆之因素也。凡所谓摩登之妆束，多受外族之影响。此乃古今之通例，而不须详证者。又岂独元和
一代为然哉?”又云:“岂此种时世妆逐次兴起于贞元末年之长安，而繁盛都会如河中等处，争时势
之妇女立即摹倣之。其后遂风行于四方较远之地域。迄于元和之末年，尚未改易耶? 今无他善本
可资校订，姑记此疑俟以更考。”①说“无他善本可资校订”，即无其他史料可资佐证，但白乐天此诗
足以证明当时长安流行以胡妆为摩登的一般风尚，则无疑义矣。这种典型性研究，就具有李凯尔特
所说的“代表性”和“标本”的意思，它在社会史、文化史等研究领域，使用得很为普遍，应该也是历
史学中一种很重要的研究方法。

我们读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发现当他借助史学实践的案例来论证他的观点
时，所列举的总是兰克史学。② 这似乎表明，李凯尔特的上述观点，与他过于倚重兰克学派为事实
案例有关，因为兰克学派的史学著述常常凸现的是第二种典型性，而不是第一种典型性。然而，这
里还有一层问题不可忽视，即历史学对此类“平均类型”的典型性的把握，确实与自然科学的研究
方式不同。因为历史中的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远比自然界来得复杂。论者或说: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
个别，个别总是相对于普遍而言，典型总是相对于一般的典型。李凯尔特的错误就在于把这两者绝
对割裂了。当年俄国学者普列汉诺夫写《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就是从这里入手批判李凯尔特
的观点。爱德华·卡尔也批评李凯尔特将历史中的特殊与一般完全对立，他说: “语言的运用本身
使得历史学家就象科学家一样，要从事于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跟第二此世界大战截然不同，而两
者又都是独特的。可是历史学家却管两者都叫战争。”③翻翻我们的历史著述，不是充满着诸如“皇
帝”、“农民”、“战争”、“革命”之类的概括用语吗? 这不就是普遍性的东西吗? 历史学只要还在使
用概括语，那它的对象就不能视为绝对的个别，这与“铁矿石”、“麻雀”之类的概括有什么本质不同
呢? 如果我们遵循这样的思路而不再深入推敲，我们一定会同意普列汉诺夫或卡尔的批评，而李凯

尔特的问题也就随之被打发。然而，问题远非这么容易被打发。我们知道，概念来自个别，但它又
超越个别。所谓“执一以范多”、“执型以范实在”。④ 一个“麻雀”的概念，可以管辖着千千万万个
麻雀; 而一个“皇帝”的概念能管辖着多少个皇帝呢? 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这些当然都
属于它管辖; 但东汉的冲帝呢? 他二岁即帝位，一年后便死了; 还有那位殇帝诞育百余日就死了，却

也做了百余日的皇帝。如果要写一本《中国皇帝大全》之类的书，殇帝、冲帝自然不可少，因为他俩
确确实实做过皇帝啊! 但在他俩身上又有多少皇帝的典型性呢? 这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皇帝。历
史上还有一些无其名而有其实的皇帝，他们具备了“皇帝”所有的本质特征，却没有皇帝的名号，写
不进《中国皇帝大全》，不受“皇帝”概念的管辖。如何来解释历史中的这类现象，这需要另外撰文
来讨论。但这至少表明了李凯尔特的观点并非无的放矢。而他的观点，也不是像卡尔那样随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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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几句就可以把它打发、驳斥了的。
证之于具体的史学研究的实际，你就会发现，历史研究中的这一类典型性研究，有时非常可靠，

有时却非常危险，如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中的一些考证，大约是可靠的。然而有时则不然。
因为社会历史领域的个别，并不像自然界中的事物那样所具有的天然同一性，后者为自然科学的典

型性研究提供了无穷的便利。而历史学的研究，显然没有这样的便利，且还隐含着种种陷阱。这也
就是严中平先生在他《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中“典型研究的目的性、代表性和局限性”一节所提出的
问题。关于第一章典型性研究所碰到的困难和限度，笔者曾撰文做过分析，此处不再赘述。①

与第一种典型性研究不同，第二种典型性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普遍性，而是为了凸现特殊

性，它不是要“缝制一套只适合保罗、或彼得的服装”，而只是“按照每个人的体形”缝制只适合保罗
或彼得的衣服。关于此类典型性研究的对象，李凯尔特说它( 典型) 是“意味着完美模型或榜样，它
该是一个价值概念，确切地说，是一个有某种价值寓于其中的好物的概念”，“譬如我们说歌德或俾
斯麦是典型的德国人，那么这有时就意味着二者在其独特性上及个别性上是榜样性的。因为他们
作为榜样必然对众人都是重要的，所以他们作为典型，实际上同时也就成了不可分个体; 反之，倘若

将平均性的这层意思悄悄地塞进典型的这个词里，然后还照样地声明历史只研究典型性的东西，那

么，人们就会获得这样的错误观点: 在所有的个体中，只有其大多数所共有的东西才是历史性的。
如果歌德或俾斯麦被称为此种意义的典型，人们则会得出这样的一种奇怪的结论: ‘大人物’乃纯
属‘大量存在的现象’。②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个体恰恰是因其与众不同之处才对众人
是重要的。谁要是认为只有一般事物而永远不会是个别事物才具有一般意义，谁就忽视了这样的
事实: 那些最具一般意义的价值恰恰能够寓于绝对个别的和绝对独特的事物之中。”③

“榜样”一词，通常是褒义的，虽然有时也说某某是“坏榜样”之类的话，但大都还是从正面去理
解它、使用它。说此类典型性都是“榜样”、“好物”，这就会容易引起误解 — 那些为“四人帮”写传
的，那书店里林林总总的诸如西太后传、袁世凯传等，难道也都有“榜样”意义? 也属于“有某种价
值寓于其中的好物”? 有些历史人物功绩极大，但罪孽也不轻，可以说是集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于
一体，如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至于被称为民族功臣; 但这也不能掩饰他

的弃守东北的大错，而这样的“错误是不能犯的，一犯就是千古罪人，百身莫赎。”④说给张学良写
传，原因在于他是集“好榜样”与“坏榜样”于一身。这样的说法岂不别扭? 所以，我认为此类典型
性研究，与其在“好榜样”、“坏榜样”里犹豫斟酌，倒不如直接强调其的特殊性。⑤ 转换到李凯尔特
的话题，那么，与其说“典型意味着完美模型或榜样，它该是一个价值概念，确切地说，是一个有某
种价值寓于其中的好物的概念”，倒不如直截了当地说此类典型性的研究，就是为了凸显某一历史
人物、历史事件的特殊性、独一无二性。
对照具体的史学实践，应该承认，凸显特殊性的典型性研究在我们的史学研究中是大量存在

的，只是我们一直没有对它们有自觉的反思。我们甚至有一种错觉，认为历史学中的典型性研究，
都是为了求取普遍性为目的的。上文所提到的严中平先生的批评，主要也是针对这一种情况。现
代史学史的研究，很关注陈寅恪、吕思勉等史学大家。如果我们把这些大家称之为“大人物”，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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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严中平: 《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6—61 页。相关讨论，也可参见拙著《历史哲学引论》，复旦大
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0—72 页。
《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 28—29 页。
《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 26 页。

张鸣: 《张作霖父子头上的光环》，《历史学家茶座》2007 年第 1 期。

张鸣先生说他是“民国史上的传奇人物，人称他总做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每每出人意料。”又说他“率性而为，胆子大，天
都可以捅个窟窿，当然可能做点好事，但也容易把事弄砸了，一砸就砸个大的”。“对于这样的军人，我们说他什么好呢”。

字里行间。无不感慨这种古今中外、千古难得一见的特殊性( 参见张鸣《张作霖父子头上的光环》，《历史学家茶座》2007

年第 1 期)



么，他们究竟是“大量存在的”人物呢? 还是恰恰是少数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大”的人物? 如果
我们的专题研究是将他俩视为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标本而求取普遍性，那么，我们就会得出中国现

代史学史的“史学大家”就是“大量存在着的这样的历史学家”之类的结论。这是不符实际且非常
可笑的结论。数年前，我曾写过一本吕思勉的传，在书的“后记”中写道: “吕思勉先生曾说: ‘真正
的学者，乃是社会的、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的宝物，而亦即是祥瑞。我愿世之有志于学问者，勉为真
正的学者。如何则可为真正的学者? 绝去名利之念而已。’吕先生的学生、也即我的老师李永圻先
生常常对我说，多读老先生( 指吕先生) 的文章，尤其是他的日记序言，对于道德修养的提高极有帮

助。他很希望老先生的学问道德能够发扬光大。吕先生的女儿吕翼仁先生的看法则不同，她说:
‘记不得有谁说过，列夫·托尔斯泰带走了一个时代。我也许不该把父亲去比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但
总觉得父亲带走一种道德标准。如果今天仍按这样的标准来为人处事，恐怕连饭都没得吃。’。”①

可见，这里涉及的个别，即便不能说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至少也是与众不同的特殊性。诚如李凯
尔特所说，这种类型的典型性，正好表示的是它的与众不同的独特性，而不是大量存在、人人都具有
的一般性。

其实，在常见的史学著作中，有不少段落都是在论述这种典型性。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第
三十二章论宋代“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第一节“学术思想之新曙光”中云:“宋朝的时代，

在太平景况下，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茁。所谓‘自
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
的重任。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提出两句最有名的口号来，说: ‘士当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那时士大夫社会中一种自觉精神之最好的榜样。”士大夫可视之为传
统社会里的知识分子，他们或尚在野，或已入仕途。进入仕途之后士大夫，究竟有多少能如范仲淹
那样仍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呢? 读上面这段钱先生的叙述，千万不要造
成一种错觉: 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是当时士大夫普遍怀抱的一种“自觉精神”，

范仲淹只是这种普遍存在的士大夫及其“自觉精神”的一个典型。《国史大纲》同一章的第二节讲
“庆历变政”及其失败时，钱先生又云: “仲淹的政策，到底引起了绝大的反动。宋朝百年以来种种
的优容士大夫，造成了好几许读书做官人的特有权利，范仲淹从头把他推翻，天下成千成万的官僚

乃至秀才们，究竟能‘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多少? 能‘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有多少?”②钱先生
的这一段叙事，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决不能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看作是普遍存
在于一般官员、士大夫身上的“自觉精神”，范仲淹只是一个榜样性的典型性，他并不反映当时一般
官员、士大夫的普遍状况，不能视为普遍性的典型。换言之，范仲淹只是特殊的典型性，而不是普遍
的典型性。在野的士大夫或许抱有此种“自觉精神”的多一点，但究竟能普遍到怎样的程度，仍不
好推测。因为大部分的士大夫是官僚的后备队伍，他们中的大部分孜孜以求视为悬鹄的，无非是如
何尽快地挤进官僚阶层。“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无有天良发现之阶级; 只有自行觉悟之个
人，无有自行觉悟之阶级”。③ 在中国传统社会，作为统治者阶级的官僚集团( 以及它的候补) 不会
普遍地具有“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自觉精神。即便就更广大的士大夫阶层而言，说其有这
种普遍的精神也值得推敲。

读钱穆先生的著述，我们常常会获得这样一种观感: 即他对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大夫”及其精
神的描述似乎带有不少理想化、情感化的色彩。此种色彩在他的学生余英时先生的著述，也同样表
现得极其明显。读者若不做深入的推敲，就不能清醒地加以辨析: 钱先生《国史大纲》中关于范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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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耕华: 《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39 页。

钱穆: 《国史大纲》( 下) ，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558、565 页。

吕思勉: 《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65 页。



淹及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那些陈述，究竟是为了凸显一种特殊性的典型
性，还是属于理想型的典型性分析呢? 这就牵涉到下面要讨论的“理想典型”了。
李凯尔特所说的“理想典型”，我在这里简称为第三种典型性研究，这自然可以马克斯·韦伯的

研究为原型。李凯尔特说:“马克斯·韦伯就曾经论及过在历史科学上起着作用的‘理想典型’。然
而这里的‘理想的东西’这个概念同价值概念很少有什么关系。它只暗示着同现实的对立，也就是
说，指出任何地方的现实事物都不会同这些有时会被历史学家所造就出来的理想典型完全相符。”
他又说，“恰恰因为这个概念所涉及的是某些相对历史的东西，所以它根本不适于用来确定历史的
个体这个概念，而仅仅适用于通过历史表述所形成的一些特殊类型的产物。”①众所周知，马克斯·
韦伯是反实证主义的，他自称是李凯尔特的继承人，但又不愿像李凯尔特那样将文化科学的任务仅

仅停留在个别事物的描述上。他设计出理想类型的典型性研究，就是为了对个别、特殊的对象作出
一定程度的抽象和提升。但这种抽象和提升又不能过高，过高的抽象和提升就会导致超时间、超地
域的普遍概念，而这是历史学所做不到的。由此而形成的概念，都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没
有永恒的、决定意义的概念体系，也没有以某种概念为基础的超时代、超地域的客观性。② 这样，马
克斯·韦伯的理想型的典型性研究，就有这样一些特征: 它是理念性的，与经验事实不全然符合; 但
它又不是凭空虚构。它侧重于概括事物的某一点和某一方面的特征，而不可能囊括了事物的所有
特征。因此，理想类型的典型性是将经验事实中的某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因素加以强化、突出、或者
是简化、极端化而形成的，作为一种研究的方法，它可以增强我们的推论技巧; 它虽然不是对实在的
描写，却可以为我们的描写提供清晰的表达手段，也为事物间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参照。③

按照李凯尔特的看法，理想型的典型性研究“根本不适于用来确定历史的个体这个概念”，而
他的讨论主要“局限在典型这个词所以表示的榜样性的东西和平均性的东西这两个概念上”。④ 然
而，在实际的史学研究中，理想类型的典型性研究仍为历史学家所看重，且自有它别具一格的功用。
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可视为此类典型性方法的代表作( 下文简称为“余书”) 。⑤ 余先生
在该书的“自序”中写道:“本书所刻划的‘士’的性格是偏重在理想典型的一面，也许中国史上没有
任何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完全符合‘士’的理想典型。但是这一理想典型的存在终是无可否认的
客观事实”，“至于终身‘仁以为己任’而‘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士’，在历史上原是难得一
见的。”在余书的《道统与政统之间》一篇里，余先生又说: 孟子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事实上只
能期至于极少数突出之“士”，因此但有‘典型’的意义，而无普遍的意义”。⑥ 然而，何以说“无恒产
而有恒心”、“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是士大夫的基本特征呢? 为什么“难得一见”的“士”，却又
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呢? 对此，余书序文中的另一段叙述可以回答这个疑问。余先生写道: “隋
唐时代除了佛教徒( 特别是禅宗) 继续其拯救众生的悲愿外，诗人、文士如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
易之伦更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良心’。宋代儒家复兴，范仲淹所提倡的‘以天下为己任’和‘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成为此后“士”的新标准。”此外，便是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
那许多“为民请命”的“士大夫”。这是凭借着这一点，中国文化才能一再地超越自我的限制。⑦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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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 28 页。

王养冲: 《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93 页。

参见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20 页; 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 一) 》，上海人民出
版社 2002 年版，第 361 页。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 28 页。
《士与中国文化》系八篇长文组成，称其为韦伯方法的代表作，也是笼统的说法，其中前面数篇，大致借助韦伯式的理想性
典型研究模式。最后一篇《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是借用“韦伯式”的问题，来考察中国十六至十八世纪商人的
社会地位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故而，韦伯式的提问与韦伯式的理想型研究，还是有区别的。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8、109 页。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自序第 10、11 页。



显然，余先生对“士”的研究方法，正是运用了韦伯的“理想典型”，可以说是理想型典型研究方式在
中国史领域里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为了说明第三典型性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我们有必要暂时抛开学术性的语言，而回到日常生

活中去，借用一些日常所见所闻的概念术语来做点分析，以便对这里的问题有所简化，因为问题一

旦被学术语言所包裹，其实质往往不易被人察觉。比如“教师”一词是很常见的一个概念。“教师”

一词如何解释，自有各种不同的定义。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就列举出二类很常见的说法，虽然不
甚规范，但颇能说明问题: 其一，有时我们说: 教师是指以教育工作为其职业的人。其二，有时我们
也说: 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以爱心和知识触摸、改变人的内心) 。与第二类说法相似的，还有不
少。如教师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 是传承人类文化的功臣; 是学识渊博、经验丰富、道德高
尚、积极向上、理智稳重的学习楷模。所谓“理想典型”的研究，就是着眼于上文所说的第二类说
法。按此种说法去选取对象，恐怕只能期至于极少数的个别; 甚至在现实生活中还找不到一个能够
全面吻合这些特征的个体，而只能借助抽象提炼的方法，将经验事实中的某些因素加以强化、突出、
或者是简化、极端化。一般说来，当我们要表彰某一个优秀教师的时候，当我们把第二种说法内容
写进我们的《教师手册》时，我们自然不会认为这就是一种普遍性。同样，我们也不会从第二种说
法出发去满打满算地估量一般教师的作用和影响。反之也然。回复到上文的有关“士”的讨论，吕
思勉先生有一段论述值得引用。他曾写道:“惟‘士’为能的士字，不可泥看。这‘士’字不是以地位
言，乃是以道德言，亦和君子两字，有以地位言、以道德言两义一般。惟‘士’为能，就是说只有生而
道德性格外丰富的人为能。而今偏要责之于一般人，这就是责一个平常人以旷世的高节了。殊不
知人总是中材居多数。这个因为在生物学上，上智下愚，同为变态，惟中材为常态之故。这是人力
所不能变更的事实，而今要责中材以为上智之事，那自然是镜花水月了。”①余书所论的中国史上的
“士”及其精神，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大致也当作如是观。

有了上述的讨论，我们或许能体会到，李凯尔特有关“歌德对于这个普通人的关系和科伊诺大
钻石对于一块煤的关系”的分析，有关“大人物”不等于“大量存在的人物”，有关“理想典型”只是
“适用于通过历史表述所形成的一些特殊类型的产物”的论述，都不是随意可以打发的话题，其后
自有他一番深入的思考。至少提醒我们，历史研究里典型性，远比我们原先所认识到要复杂。对于
这三种典型性的区分，以及混同之后的后果，我们当抱一种清醒的警觉。这种警觉，既是针对研究
者、写作者而言，也是针对读者，接受者、使用者而言。行文至此，笔者想起了马克思给米海洛夫斯
基信中的一段名言，马克思说:“他( 米海洛夫斯基) 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
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

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极
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
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 但

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

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②所以，严中平先生在《科学研究方法十讲》特别提醒学者当注意典
型性研究的局限性，“忘却了自己典型研究的局限性，把自己所找到的特殊规律，夸大成一般规
律。”③当然，这里除了要注意严先生所说的特殊与一般的混淆，尤其当注意不能将理想的典型性与
前二种典型性相混淆。

以上所述，都是读李凯尔特的书而引出的思考，且以“笺注”的方式为李氏的观点做点辨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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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都未能超出李氏的论域。李凯尔特的著述之被介绍到中文界，已有二十多年了。随着一波接一
波的新流派、新思潮的兴起，李凯尔特及其观点已渐渐地淡出学界的视野，而他的著述以及他所思
考的问题，似乎已不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其实，他的研究是有深度的，许多看法都引而未发，或发
而未畅，然而都可以用作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在《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后一章，他曾论
述文化科学的客观性问题，他写道: “如果价值是一种指导历史材料的选择，从而指导一切历史概
念的形成的东西，那么人们可能而且必定会问: 在历史科学中是否永远把主观随意性排除了呢?

……这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这是一种特殊的客观性，看起来特别不能把它和普遍化自然科
学的客观性相提并论。一种与价值联系的叙述始终只是对一定范围的人有效。”①愚笨如我者只是

读到了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里的“配景理论”，②才回想到李凯尔特早已有类似的论述，才体
会到《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 还有《历史上的个体》) 的价值及其重要性。他的著述一直放在我的
书架上，也常常浏览。然而，许多年来我也一直仅是浏览而已，常常是“入宝山而空手归”，这真是
何等遗憾的事啊!

① 《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 122 页。

② 沃尔什: 《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5—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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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亨普尔于《哲学杂志》第 39 卷第 2 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

的论文。①在这篇仅有 14 页的短文中，针对那种认为历史学在方法论上迥然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流
行观点，亨普尔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他明确主张，与在自然科学中一样，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也
同样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此观点一经提出，立即激起了分析哲学家们
对历史认识问题空前的探究热情。在随后大约 30 年左右的时期内，哲学家们围绕着亨普尔所提出
的历史解释和因果规律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持久的论争。

熟悉西方哲学史的人知道，亨普尔的观点并不新颖，它实际上是来自于波普尔在《研究的逻
辑》( Logik der Forschung，英译本为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科学发现的逻辑》］) ( 1935 ) 中
所提出的因果解释理论。②而根据多纳根的研究，莫里斯·柯亨( Morris Cohen ) 在其《理性与自然》

( Reason and Nature) ( 1931 ) 一书中，已经早于波普尔提出了类似的观点。③但是，思想史上一种颇为
常见的现象是，某种伟大学说或理论的巨大影响力往往不在于它的首次被提出，而是由于它表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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